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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等教育有两种发展路径：一是基于权利的发展之路，一是公权力主导下的发展道路。本文从二者所遵循的不同的发展逻辑出发，提出只有改变公权力主导下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走高等教育发展的宪政之路，才是中国高等教育良性发展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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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two roads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the first is the development based on rights; the second is the development under the guidance of public authority. According to the logic of higher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which they follow by ,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propose that only by changing the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s under public authority, and along towards the road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it is the basic guarantee for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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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建立以来，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一百多年来，高等教育的发展有起有伏，有大发展，也出现过大调整、大动荡、大破坏。中国高等教育要做到不折腾，始终保持良性发展，根本的问题是要改变公权力主导下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从高等教育的发展的内在逻辑出发，走高等教育发展的宪政之路。

一、从公民权利出发的高等教育发展之路

（一）教育作为公民权利
从历史的角度看，权利总是先于权力而出现。
教育是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的，教育是人的内在发展的需要，也是人的天然权利。在没有国家或国家公权力没有介入的时候，高等教育是通过围绕教师形成一个教与学的共同体来实现的，中国的孔子，西方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开展了这样的教育，这也意味着高等教育是从私学开始的，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都是如此。
人的教育权利基于人的基本的人身、言论、结社自由的权利，这些基本权利正是现代国家实行宪政的基本依据。教育的发展即人的教育权利的发展，宪政精神在高等教育上的体现，在于对公民受教育权利的法律保障上。现代民主法治国家普遍认识到，“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1]，为了更好地行使国家权力，公民的权利一部分让渡为国家权力（公权力），还有一部分则成为公民天然的不可剥夺的私权利。公权力来源于公民的权利，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我国82年宪法把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一章放在国家机构之前（75年宪法与78年宪法中则放在后面），最近一次宪法的修改又加上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这些都是宪政精神的体现。
高等教育是公民基本权利的实践。高校的核心权利，如教师教学、学生学习、师生进行学术研究的权利，是宪法中公民的思想、言论和信仰等自由权利的体现，本质上属于公民的私权范围。高校作为学术团体，是实践公民基本权利的一种组织设计。现代高校作为“独立法人”，意味它从法律上是一个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团体，“法人”的权利是人的权利的延伸，其权利的自主理应受到法律的保障。

（二）自发生成的高等教育发展的逻辑
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是自发产生的，这个自发当然也可看成是基于人的自觉意识。最早的现代大学首先是一个学生和教师依据协议而成立的法人团体，带有行会的性质（universitas即拉丁文行会之意），行会注重行业内的自律与联合，对外共同维护本行业的权益，抵制外来势力的干预，寻求行业的自我管理。因而，大学这一组织在一开始就具有了一定的探求知识和研究学问的自主权，并慢慢发展为独立于教会和世俗权力的自治权。当然，大学自治权的获得有当时特定历史因素，欧洲中世纪教权与世俗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让大学能常常做到“左右逢源”，教权与世俗权力争相拉拢大学，赋予了大学越来越多的自治权。拉什戴尔（Rashdall）在其著作中分析了大学自治权和学术自由的由来，指出大学在当时的世俗权力和宗教势力这两大社会势力之间，寻找到了它自己相对稳定的位置。教皇格里高利9世在1231年颁布被称为“大学独立宪章”的教谕《知识之父》，赋予巴黎大学的三大自治权（结社、罢课和学位授予），大学的自主权逐渐明确并最后得到了法律的保障。
大学自发产生的事实也可说明高等教育基于权利发展的特性。自发产生的大学所生成的办学逻辑可以看成是大学的“自生自发秩序” [2]，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我们现在公认的大学三大职能：教学、科学研究、社区服务，都是在大学自治的基础上自觉生成的职能，而不是外在的规定。
自发的现代大学产生后，一些国家意识到了大学的好处，于是自觉以国家的名义设立大学，也自觉维护大学的自治权和学术自由，这也可以看成是国家根据大学自发生成的内在逻辑来办大学。1810年，拿破仑重建了法国的大学制度，建立了中央集权式的教育制度，大学由总部设在巴黎的帝国大学的总监和评议会来领导，皇帝则是帝国大学的直接领导者。但拿破仑认识到，给予大学在各个专业领域一定的学术自由，将会有助于各专业知识的快速发展。法国大学对于学术自由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同法国一样，德国柏林大学等也由国家建立，其教师都是公务员，由政府任命，但德国大学同样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利。这种自治权与他们对国家与大学的关系理解有关。黑格尔认为，允许学者在大学里对高深的学术性理论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是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的。洪堡也认为，国家“必须树立这样的内心信念，即如果它们达到了它们的最终目的，则它们也满足了国家的需要，且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来满足的。” [3]
（三）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自觉与自发
中国现代大学的设立并不是由大学人（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基于自身从事研究或学习的需要而自觉设立的，而是当时的官府出于“教育救国”的考虑，希望通过新式高校的建立，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1895年，中国仿效西方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无论是因为晚期清政府的无力，还是民国后军阀割据的原因，中央政权对教育内容并无严格的限制，也没有限制民办高校的发展，中国大学的自治权和学术自由都得到了一定的保障。从蔡元培开始即秉承“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北大，梅贻琦任校长的清华，还有南开、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构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时代，培养出了大量的学术大师，创造了中国大学史上的辉煌。虽然蒋介石执政后的民国政府也曾多方干预大学的发展，但大学一直享有相当程度的办学自由。可以说，从清末到民国，都没有以“国家”的名义完全垄断过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发展主要体现在高校的自我发展上，私立高校也一直得到发展，直到1949年前，中国私立高校数依然“占高校总数的29.8%” [4]。

二、国家权力主导下的高等教育发展之路
（一）教育作为国家权力
还有一种理论主张教育应完全由国家控制，认为教育首先应是一种国家权力，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国家意志”的实现。这种理念在古代斯巴达国家进行过实践，柏拉图对此有经典的理论表述。
柏拉图在他的经典著作《理想国》中，主张教育由国家管理，由国家建立统一的学制。他认为国家对教学内容应进行严格控制，使教育成为维护国家政治稳定的有力手段。柏拉图把教育看作是建立和巩固一个“理想”社会秩序的工具，为了达到国家之于教育的目标，他甚至提出了取消家庭，实行儿童公育的主张。儿童出生后要在国家委派的女公民的监督下接受教育，一直将他们培养到20岁，经过筛选后，大多数人被编入军营，以此为终生职务。少数被认为是才智优异的青年再接受教育和筛选，直至培养出哲学王。
教育完全国家公权力进行安排的教育理念在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的《太阳城》中也有体现，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进行过实践。随着单一公有制的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往往把教育权视为一种国家权力。列宁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应该“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 [5]。在前苏联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教育一度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教育作为一种国家权力由国家牢牢掌控。
（二）1949年后公权力主导下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
1949年以后，国家公权力开始全面介入中国高等教育，民国以来的高等教育传统断裂了。由国家公权力收回进行管理的高校从办学机制和教育理念上都延续了战争时期共产党在延安和其它边区根据地办教育的经验，其突出特点就是直接为当时的革命需要服务。从1952年全面借鉴苏联的高等教育体制后，中国高等教育领域从高考、高校的招生、收费……都被集中为“公权力”。高等教育从此进入由公权力主导的时代。
公权力主导下，高等教育完全按权力意志进行。1951年国家将全部教会大学收为国有，1952年将全部私立高校改为公立，民办高校彻底消失，然后开始效仿苏联进行院系调整，对高校进行拆分肢解重组。58年开始“教育大革命”，高等教育“大跃进”，“厂矿、企业、人民公社盲目大办高等教育，全国高等学校和学生的数量迅速增加，1957年高等学校只有229所，到1960年则增加到1289年。” [6] 1961年又进行调整，“高等学校从1960年的1289所，下降到1963年的407所。”1966年起，从开门办学，高校下乡改造，到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到高等学校被迫停止全面招生达6年之久，停止招收研究生达12年之久，高校科研教学受到了严重的摧残，成为教育领域的重灾区。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基本上摆脱了大的折腾，走上了一条良性发展的道路。民办教育开始兴起并不断得到发展，教育的阶级属性逐渐淡化。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高等教育规模飞速发展，高校面积越来越大，建筑越来越多，设施越来越齐全，条件越来越好，高等教育从数量到规模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高等教育大众化方面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
但高等教育发展中依然存在许多问题，国家投入依然捉襟见肘，民间资金的投入与这样一个大国极不相称；民办高校的发展依然步伐缓慢；长期以来纠缠高校的“行政化”问题得不到根本的解决；课题资源被行政部门所掌控，学术发展因此受到左右；重大的原创性成果依然稀缺……
（三）公权力主导下高等教育的发展逻辑
公权力主导下，教育首先体现为国家的权力和职能。1949年的《共同纲领》对教育的意识形态性质（“新民主主义”）、教育方法（“理论与实际相一致”）和内容（“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等）进行了明确。这表明《共同纲领》认可了“国家”公权力对教育的主导权，教育被赋予了意识形态与国家权力属性，而不是首先体现为公民的私权利特征。由于教育内容由“国家”指定和控制，意味着不仅学校被国有化，学术和思想也被“国有化”，教师传授由国家官方认可的知识，完整意义上的学术自由不复存在。
权力主导、法治不健全的社会，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以权力者的意志为转移的。有一个时期，高校要不要办，办哪些学科，都取决于权力者一时的意志。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就这样说过：“我们仍然有必要保留大学，这里我主要指的是理工院校。” [7] 这番话正是权力左右高等教育发展的体现。

改革开放后，国家公权力基于认识上的转变和提高，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有了更理性的认识，对高校自主权多了一些尊重。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经历了78年前专断的指令向理性的指令所主导的转向。之所以说理性的指令，是因为它考虑了高等教育发展自身的逻辑，考虑了高校自身的呼声，但发展的主体依然是政府，还是指令的逻辑，而不是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逻辑。也就是说，公权力是通过指令与服从来体现的，公权力即使考虑了权利的诉求，但如果不从法治的角度出发自觉保障高校和公民的各种教育权利，它就不会在权力的行使与权利的行使之间划出明晰的边界，权力随时可以干预权利，权利则受权力左右。80年代对高等教育规模的控制，90年代的大学扩招，高校合并升格，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2003年独立学院突然激增，高校招生多少，是否扩招，依然还是权力者根据高等教育发展的情况所做出的“科学”决策，高等教育领域依然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后一块堡垒”。
因而，尽管指令越来越理性，但由于它不是一种普遍的恒久的规则，总是避免不了随意性与即时性。公权力常常在尊重高校办学自主和权力干预之间左右摇摆，甚至会发布出自相矛盾的指令，法律赋予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利得不到落实，这也正是高校“行政化”的根源。

三、走高等教育发展的法治之路
（一）宪政之于高等教育的意义
宪政的过程是还权于民的过程，也即确立法治的过程，宪政是法治的最高表现形式。1999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了宪法。这意味着宪法明确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以及2004年3月宪法修正案中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庄严承诺得到了法治的切实保障。宪政与法治的核心精神，在于保障人权，而对权利的最大威胁来自公权力，因而，宪政即限政，避免公权力为所欲为。于公民而言法无禁止即许可，于公权力而言，法无授权即禁止。法治意味着取代人治，运用普遍的、明确的、透明的规则和符合法律逻辑的方式对国家进行治理，下位法要服从上位法，宪法是根本大法，一切违宪的行为必须受到审查。权力的给予不是法律权利，唯有建立法治，权利才能得到确实的保障。
高校办学自主权是公民受教育权得以完整体现的一个重要方面。公民受教育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能否受到教育，二是受什么样的教育（即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的选择权）。国家的教育权力和公民的受教育权之间存在一种宪政上的紧张关系，当公权力对高校的教材、招生、收费、教学和学位授予进行统一控制并将其“行政化”后，属于公民的诸如对教育内容进行选择等教育权利，也因为这种控制变得不再完整。公民宪法上的受教育权从属于行政权力后，公民也下降为公权力垄断下的“受教育者”。

高校作为实践公民基本权利的场所，其自主权即公民权利的体现。办学自主意味着教育的过程和内容不由权力控制，意味着高校可以“根据学术理由来自我决定：谁可以当教师；教什么；应该怎样教和谁可以被准许入学……为了社会的利益，除了出于紧急的原因和有明确的令人信服的理由，政治力量必须避免介入此类自由活动。”[8]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与公民受教育权是宪政上的互相依存的关系。办学自主，意味着受教育的公民与高校之间通过一种双向沟通和交流来决定教育的方式和内容，意味着高校的权利、教师的权利、学生的权利三者互相依存，互为保障。因而宪政之于高等教育的意义，在于高校办学自主权的确立上。

（二）宪政是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保障

毫无疑问，国家公权力的适当介入可以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但由于公权力是外在于高校的力量，因而，它主导下高等教育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学校数量、规模、校园环境、仪器设备等“硬实力”上，我们在高等教育的发展上一直引以为自豪的即是这些。但高等教育发展不仅仅是“硬”发展，更重要的是“软实力”的发展。所谓“软实力”，主要指高校的教学水平和学术水平。高校的发展，根本上是学术的发展。公权力可以解决高等教育发展中的许多问题，但公权力却不能代替学术的自我生长。

“软实力”是一种自我生长的力量。学术是附着于人的灵魂中的，只能从师生的心灵深处生长出来，它需要的首先是自由，其次才是自由前提下的硬件条件。人的思想是不能计划的，学术大师、原创性成果、天才的设想是不能计划的。学术的逻辑与行政的逻辑是那样的不同，行政逻辑通过对人的行为控制来达到它的目的，而科学研究从根本上说是教师个人的事。个人的异想天开，独到的思考，伟大的学术成果，只有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下才能发生。师生只有将社会的需要融入自己的学术兴趣中，才有可能坚守自由与寂寞，潜心研究，从而才有可能结出丰硕的科研成果。因而除极少数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课题（如国防项目）外，行政部门没有理由控制课题与学术资源。当前中国的学术是被课题左右的学术，教师往往要花大量心思与精力在申报课题与跑课题上，教师自身的学术兴趣却因为得不到官方的认可与支持而受到影响。
学术水平才是高校发展的重要指标，是中国高校能否成为世界一流的决定性因素。学术水平有赖于学术自由环境，学术自由只有在大学自治的条件下才有可靠的保障。因而国家之于大学的责任以不影响高校办学自主权为限。一流的高校绝对不是计划和指令的结果，世界上一流高校大多是私立，正说明了这个问题。权利的行使天然地优先于权力的安排，而且，天然地比权力的安排能做得更好。如果没有公权力对教育的控制，民间力量对高等教育发展的贡献将是不可估量的。

（三）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宪政转型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到今天，所面临的最根本的根本问题，就是落实法律赋予的办学自主权的问题。而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必须在法治的层面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要明确高校的法律权利、社会责任与国家的教育权力，明确教育权力与权利之间的界线。
高校当然对国家负有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份责任要在公权力的控制下才能实现。实际上，高校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聚集地，比任何组织都有更深的社会责任感，只不过这种社会责任感是通过高校自身的人才培养与科研成果、通过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造中体现出来的。因而高校之于国家的责任以办好自身为限。我们应该意识到，高校自我发展的需要也即国家的需要，而且可以从更高的层次上满足国家的需要。公权力指挥下高等教育发展的主体实际上成了政府，发展的主体的错位意味着国家的需要要不能内化为高校的自觉行动。高等教育走宪政发展之路，即意味着高校的自我发展、内生的发展，意味着高等教育从数量规模发展到质量发展，从外延发展到内涵发展的转变。
国家公权力的主要责任是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保障教育公平，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国家应赋予民办高校与公立高校同行的法律地位，从而消除民间资本投入高等教育的后顾之忧。中国高等教育投入严重不足，不仅是国家投入的部分（也是从民间来的）严重不足，还不到GDP的4%，而且，民间资本的直接投入之少也与这样一个大国极不相称。当前大量民间资金热衷于进入投机的产业，如股市、房地产，期望在短时间内便能获得回报，而不去投入到作为一个长期的事业的教育，这与我们的法治环境有关。没有一个稳定的法治保障，不去掉权力之于教育的随意性，民间办学的积极性就得不到保护，民间资金就会观望，民间在投入和智慧提供上的无限潜力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中国的高校要向世界一流大学靠拢，必须从权力的随意性支配与指令中走出来。权力干预得越具体，高校“行政化”趋势越强，越来越像一个官场，高校就会失去自我，高等教育的发展就会失去最可靠的根基，高校的自主性以及因自主所激发出来的无限创造力就会因此而大打折扣。目前高等教育发展的方方面面，都有行政指令的计划、安排、干预，高校的领导层要由行政部门指定、任命、授予行政级别，教育主管部门针对高校下发的文件汗牛充栋，大到教育的政策、发展规划，小到学校后勤如何办、学生如何住宿，都有红头文件的规定，而且往往“此一时，彼一时”。随机的行政指令比教育政策更左右教育，阶段性的教育政策比教育法影响更大，这就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这种状况下，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没有公立高校，只有官办高校。因而高等教育法治化的一个重要任务，便是将高校变官办为真正的公立。公立即意味着社会广泛参与，如成立公立高校的董事会或理事会，其成员应该包括政府、高校捐助人、社会知名人士、教育专家等。建立新的财政拨款体系、改革校领导的任命机制、取消高校领导的行政级别，让高校不再受制于行政权力，这些都是建立新型的公立高校所必须的。
可以说，改革开放的过程，便是经济领域还权于民的宪政过程，中国人从此有了自由从事经济的权利。中国的高等教育如今正处于向宪政转型的历史转折点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指出，“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政府及其部门要树立服务意识，改进管理方式，完善监管机制，减少和规范对学校的行政审批事项，依法保障学校充分行使办学自主权和承担相应责任。高等学校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宏观政策，自主开展教学活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自主制定学校规划并组织实施，自主设置教学、科研、行政管理机构，自主确定内部收入分配，自主管理和使用人才，自主管理和使用学校财产和经费。”只有坚决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夯实高等教育发展的宪政根基，才能使中国的高等教育真正走上一条稳定而持久的“科学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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